
建国以来，医药学遗产和戏曲遗产的整理工作，

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个是蓬蓬勃勃，

一个是万紫千红。历史遗产的其他方面，如数学、天

文历法、农学、化学、建筑、机械、音乐、舞蹈、雕

塑、绘画、文学、哲学等等的整理工作，也都取得了

不同程度的成绩。祖国史学有长期的历史，有浩瀚的

典籍，它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但我们史学工

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

不够。这篇小文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促请同志们多

注意一下。

我认为，在努力开拓史学工作的新园地、提高不

断耕耘的质量的同时，适当地分出一些力量来研究史

学遗产，对于发展我们的新史学是有意义的。我想，

这至少可以得到下列的几种好处。

第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

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



汉书》在当时易于流传。东晋的孙盛写

自殷商“有册有典”以后，国史的编修大权主要

是掌握在奴隶主国家和封建主国家的手里。在封建时

代里，官史没有不咒骂农民起义的，没有不把对农民

的镇压写成神圣的“正义”行动，而又往往把官兵对

老百姓的残杀掳掠写在起义农民的账上。改朝换代

了，回护本朝的短和夸大前朝的罪恶和错误，这就成

了新修史书的一个政治任务。如果在封建割据的时

期，不同割据集团的史书就会互相对骂起来。

也有进步的或有进步倾向的史学家写出了触犯统

治集团利益的东西，他这个人或他的这部书就要倒霉

了。司马迁揭了封建统治者的疮疤，他的《史记》就

不如班固的

案是一个有名的历史书狱。只因

了一部《晋阳秋》，揭了桓温的底，触怒了这个当权

的人物，他不得不另抄一个副本寄存辽东以防书稿的

毁灭。清初的庄廷

触犯了清廷，庄氏的墓被发掘，他的尸骨被烧成灰，

他的父亲、兄弟和侄儿、编书、刻书、卖书和其他被

牵连的，共有七十多个人被砍了头。

一切历史著作都不能不受作者历史观的支配。不

同的历史观，归根到底，总可以从不同的阶级利益上

得到解释。但历史观在反映阶级利益的时候，往往是

错综曲折，不一定明显确切。再加上史学传统的继承

性，就使我们对于史学遗产进行阶级分析的工作更加

复杂化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研究史学遗产才更有意



义，才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史学在现实斗争中的具体特

点。

第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

发展的规律。

从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不同时期的历史著作总

有它的不同的特点。先秦的历史著录，如甲骨卜辞、

钟鼎文字、《尚书》、《春秋》、《竹书纪年》、《世本》

等，表达的形式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纪王

公的活动，不是孤立的单篇，就是连续的片断。魏晋

南北朝时期，纪传体的撰述较多，后汉史有十一家，

晋史有十二家。而名人传记可考者近二百家，姓氏书

有七八十种。唐中叶以后，大部头的通史相继出现。

清代是考据多，地理书多，注释辑补改作旧史的书

多。为什么在不同时期有这样不同的特点，这一定有

它们的规律。

中国史学史上还出现这样一个传统：在中国历史

遇到一定显著变化以后，总有带总结性的历史名著出

现。春秋战国之际，《春秋》这部书写成了，总结了

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汉在武帝时完成了史

无前例的统一，司马迁写出了一百三十卷的《史记》，

总结了自传说中的黄帝以至武帝时的历史。唐代中叶

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有了较多变动的时期，刘知几写

了《史通》，总结了前人编写历史的经验，而杜佑写

了《通典》，总结了唐中叶以前的典章制度。北宋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束了五代的纷争，司马光主编了到五代为止的 资治

通鉴》。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都是中国政治史上很大

的变局，马端临编撰了《文献通考》，王夫之写了

《读通鉴论》、 宋论》，顾炎武编撰了《日知录》和

《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写了《明夷待访录》。这

样的传统也不能单从形式上来考察，它也必然有跟中

国史学发展规律相结合的具体规律。

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从

最简单的关系到比较复杂的关系。不同时期的史学一

方面受所处时期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有接受

前代传统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中国史学在悠久时期

里又是独立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规律也必然

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研究史学遗产，摸索出中国史学

发展的规律，这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有很大的理论

意义。

第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一

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

的内容。我们可以专门研究一个史学家或一部史学著

作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把不同的史学家、不

同的史学著作所提出来的同一问题和相关问题进行综

合的研究。如果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把已经提出的

问题和有关的不同论点集中起来，排排队，可能对于

我们有不少的启发。

例如《文献通考》这部书，一向被认为是一部排



比材料的书，不能跟杜佑《通典》之“翦裁

、土

铸、成

一家言”者相提并论。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也不过认

为《通考》的资料丰富，便于撷取。其实《通考》更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提出来许多问题，又提出来对这

些问题的看法。其中有些是前人提出过的，有些是马

端临新提出来的，两者汇合在一起，就有了很多的东

西。拿开卷的二十七卷来说，都是关于食货的文献，

其中分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

贡、国用等八门，每门里面又有子目。马端临对于这

八门，都分别提出了一个因革变化的轮廓，对于有关

的某些文献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和看法。在科学地分

析问题这一点上，马端临所能掌握的条件是无法跟我

们这一时代的史学工作者相比拟的。但对于食货的材

料提出这样多的方面并且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其

中还是有不少地方可以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文

又如《史通》和《文史通义》，都提出了不少历

史编纂学上的问题。《史通》的《序例》、《断限》、

《采撰》、《补注》等篇，《文史通义》的《史注》、

理》、《释通》、《申郑》、《答问》等篇，其中有好多话

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除了从遗产内丰富我们以外，我们还可以在遗产

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地促使自己的头脑清醒。思想意识

的影响往往是长期的，自己受到了这种影响并不一定

就能觉察。在研究遗产的时候，就可能发现自己的观



点上笼罩着旧有思想的阴影，它可是资产阶级的，甚

至是封建的。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古旧的遗产会

成为一面有用的镜子。

对上面说的这三条，无论做好哪一条，都需要创

造性的劳动，都可能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锻炼我们

在理论战线上的战斗力量，也都可能丰富、发展马克

思主义。我们要研究史学遗产，既不同于那些要把遗

产一脚踢开的割断历史的简单的想法，也跟那些颂古

非今的死抱着遗产不放的国粹主义者毫无共同的地

方。我们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改造我们的遗

产，使它为社会主义史学服务。我们要继承优良传

统，同时更要敢于打破传统，创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

史学规模。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我

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

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

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

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

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

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

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

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

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

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这段话是针对



就把汉

着文学艺术遗产说的。从对待遗产应有的正确态度来

说，在文学艺术和史学之间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我们

对于毛主席的这段论述，应该认真地学习、体会。

史学遗产有精华，有糟粕。从思想内容上说，民

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是精华，封建性的东西是糟粕，

这就要像毛主席所指出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

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新民主主义论》）。在表达形式

和其他方面，史学遗产中也有优良传统和非优良传统

的区别。对于这些优良传统，也要像对待过去文艺形

式一样，“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

在思想内容上，中国史学遗产中是贯串着拥护封

建专制主义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的。尽管反对

封建专制主义的史学家并不能全部反对封建主义，也

不一定全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但专就反对专制主义

或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某些方面来说，这跟拥护封建专

制主义就有进步和落后、反动的区别，也就有精华和

糟粕的区别。

司马迁著《史记》，是善于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统

治下的黑暗的。他写了《酷吏列传》，把汉文帝、汉

景帝、汉武帝时期酷吏代表人物集中在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实际上就是反对班固

著《后汉书》，又不同于班

家盛世在专制淫威下的残酷面貌揭露出来了。他写了

《叔孙通传》，把跟随叔孙通的儒生们，在定朝仪前后

思想变化的丑态刻画出来，最后轻轻点了一句，说叔

孙通因制朝仪“卒为汉家儒宗”，这就把汉代儒家的

政治面貌揭露出来了。他又写了《游侠列传》和《货

殖列传》，去讽刺当时之以权力财货代替是非善恶的

标准，深深愤慨于“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

义存”。班固作为在史书体制上的司马迁的继承人，

却恰好反对司马迁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观点。他在《汉

书》里，批评司马迁是“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

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

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范

司马

固的观点。他的《党锢列传》，有类于司马迁的《游

侠列传》。他为王充、王符、仲长统作合传，恰好这

三个人都是唯物论者，或能“正时俗嫌疑”，或“耿

介不同于俗”，或能昌言“时敝”，用班固的话说，都

是在不同情况下“是非颇谬于圣人”的。他评

迁和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这并

不是对两人文章特点的评论，而是对两人史学高下的

评论。虽寥寥两语，却自有千秋。他在班彪、班固父

子传后指出：“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

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

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

站在专制主义的立场上对于游侠的看法。从司马迁到



通鉴纲目》流行的时期，史学思想的领域里

班固，又从班固到范 ，反对和拥护封建专制主义的

斗争，是在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地进行的。

伪”。这书的凡例，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目的在于为封建统治集

团提供进行统治的历史经验。朱熹用《通鉴》的材

料，节缩成《通鉴纲目》，不只要提供统治经验，并

且要通过史书去宣扬封建专制主义。这书讲究“因年

以著统”，说：“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这个“统”，

就是所谓“正统”。《通鉴纲目》强调正统，就是要在

一定的历史时期专拥护某一皇朝的统治，而对于反对

这种统治的政治力量一概称作“

有系统、岁年、名位、即位、改元、尊立、崩葬、篡

贼、行幸、恩泽等等，这也都跟正统观点相一致，都

是为宣扬专制主义服务的。在元明清三代，这书实际

上成为封建统治集团最赏识和推崇的史书。有人为这

书作续补，有人为这书作《发明》、《书法》、《集览》、

《考证》等解说性质的书。康熙皇帝又对这书作了

“御批”，企图通过“御批”的形式扩大它的影响。

在

著《藏不断发出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抗议。晚明的李

书》，这是一部有丰富的战斗性格的史书。他自称

“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

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他不是以直接反

对专制主义出现，而是以反对封建主义教条、反对封

建传统的成见出现的。清初，在先进思想家、史学家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

的社会历史思想中，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表现得更

为集中，也更为普遍一些。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

尖锐地抨击封建皇帝“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

子女”，以博取少数人的产业和淫乐。唐甄著《潜

书》，斥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

人而夺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

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

之义”，都抛开了。

里把反封建专制的意思说得婉转些，也明白指出专制

主义是“为天子防其篡夺”。《黄书》里更谴责某些皇

帝平日作福作威、鱼肉人民，但不能在必要的时候搞

好国防，连跟玄驹保卫自己的巢穴都不能比。顾炎武

的《日知录》，把改朝换代叫作“亡国”，民族屈辱叫

作“亡天下”，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就连专制

主义的基本教条所谓“君

父子以阴阳五

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拥护封建专制主义是史学遗

产中精华和糟粕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此外，在

历史思想上还表现为：（一）人定胜天说跟命定说间

的斗争。如班固宣扬董仲舒、刘向刘

行解释历史的神秘的命定论，在《汉书》中写出《五

行志》的专篇。而刘知几著《史通》，主张“论成败

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他写出了《汉书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两

篇，用文献学的方法指出《五行志》对灾祥征应的牵



郡县论》，都是把封建诸侯和

卷三十一）、柳宗元的《封

强附会，指出《五行志》所持的论点跟所用以说明的

史事间存在着互相矛盾。揭露了命定论的虚妄，实际

上也就是揭穿了封建皇权的神秘的外衣。（二）时势

创造历史说跟英雄创造历史说的斗争。如《汉书》在

《地理志》中说黄帝画野分州，建立万国，而秦“以

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

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这是把封

建诸侯和设立郡县这样的大事，都取决于英雄人物

（包含了圣王和暴君）的主观愿望。而朱敬则的《五

等论》、杜佑的《通典》

建论》以至顾炎武的

郡县设置归之于时势的可不可，而反对把它们说成是

决定于英雄人物的愿不愿。英雄创造历史的说法有助

于长封建统治者的威风，时势创造历史的观点有助于

挫封建统治者的锐气。在时势创造说内，也有注意到

政治上人心的向背的，也有根本看不到这一点的，虽

都还说得很笼统，不能作具体的分析，已是历史上进

步的东西了。（三）历史进化说跟是古非今和历史循

环说的斗争。后两种观点是在正统史学家和一部分进

步史学家中存在的。是古非今，一般尊崇二帝三王如

圣如神，把他们的时代描绘成理想的黄金时代，这跟

英雄创造历史、特别是圣王创造历史的观点相密切联

系的。历史循环说，如三统说，五德终始说，分久必

合、合久必分说，一治一乱说，若干年一大变、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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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鼓唇舌，纵然得胜，

年一小变说，有很多的说法，这跟命定说也是有密切

联系的。主张历史进化说者，如刘知几《史通》，有

《疑古》篇，揭破古史所颂扬二帝三王之虚妄，认为

是把他们的丑恶美化了。杜佑在《通典》（卷三十一）

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

里宣称“欲行古道，势莫能遵”，并说“汉隋大唐，

”。马端临的《文献

通考》，特别是在食货各门里，注意社会历史的变革，

划出变革的阶段并举出划分阶段的标志。后来，王夫

之和章学诚也都有历史进化的观点而各有其具体的内

容。历史进化说跟时势创造历史说，有时是密切联系

的，它们有寻找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但还不能科学

地发现规律。

总序》中，把这种托始于《春秋》的一

在历史编纂学上，精华和糟粕的区别，有时表现

在客观的求实态度跟主观主义的褒贬的作法间的斗

争。正统史学家一贯主张，历史书要寓褒贬、别善

恶，而把封建伦理的教条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刘知

几在《史通》里，反复驳斥“褒贬任情”的作法。郑

樵在《通志

字褒贬的作法，称作“欺人之学”，以与五行迷信之

为“欺天之学”相对待。他说这无益于真实的历史工

作，“正犹当家之妇不事
”

岂能肥家

刘知几有《直书》和《曲笔》的专篇，申论了直

书的主张，揭露了曲笔的丑恶，并叙述了前者对后者



时》一篇，论

的斗争。曲笔有类于任情褒贬，而跟褒贬说还不相

同。褒贬是在历史记载中强调封建伦理观点，对历史

人物和历史事件作主观的抑扬，还不一定就要捏造历

史。曲笔，有时也为了要符合一般伦理观念的要求，

而更多的时候只是为了迎合当时权贵的好恶，于是就

不惜混淆是非，捏造历史。当然，直书是优良传统，

曲笔只能说是丑恶了。

历史编纂史上还有一家独断之学跟史局监修间的

斗争。这本质上是中世纪的私学跟官学、著述自由跟

学术垄断之间的斗争。史局监修，也有可以肯定的一

面。它跟一家独断之学的矛盾，是在权贵垄断史局、

包而不办的情况下展开的。刘知几《

史局监修有五不可，就说的是这种情况下的矛盾。

以上所说精华、糟粕和它们之间的斗争，只是就

我所想到的列举出来。也许还有更重要的，因为我不

知道，没有能够举出来。列举现象毕竟是一件比较简

单、比较初步的工作。不只发现这些现象的发展规律

是一系列的复杂的工作，而研究一个史学家的思想和

著作，具体地分析其精华和糟粕，也要遇到复杂得多

的情况。

在中世纪每一个史学家的历史思想上，总是有精

华的一面，也有糟粕的一面。司马迁反对封建专制主

义，这是精华的一面。但他相信循环说，这是糟粕的

一面。因为他反封建专制主义是主要的方面、是突出



存而不论的

的方面，他相信的循环说在《史记》里并不占重要的

地位，因此他是一位进步的史学家，但也因此我们也

不应该看不见他的糟粕的方面。刘知几反对阴阳五行

的神秘的迷信，但有时又不敢彻底否定，反表示一种

疑态度。他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普遍

存在的残酷斗争，但又眷恋于士族的社会荣誉。刘知

几思想中的精华和糟粕，又不同于司马迁，而是在同

一问题上有这一个方面，又有那一个方面。但也因为

积极方面是主要的，他同样是一个进步的史学家。

史学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者在历史思想

上是不可取的，而在历史编纂学上和史料学上有他的

长处。司马光的政治历史和历史观点代表当时反动大

地主的立场，《资治通鉴》是贯彻了这样的立场和观

点的。但司马光为了提供有用的“资治”的材料，他

的编纂工作是进行得认真的。他作了满两个屋子的长

编，又作了说明材料取舍的《考异》，又作了详略不

同的提挈纲领的《通鉴举要历》、《通鉴目录》和《历

年图》。他又能集刘恕、范祖禹等人的专长，在他的

主持下，修成一部首尾贯通的二百九十四卷的巨著。

他的编纂方法和经验，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阎若

、毛大可之流曲学媚世，这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但

他们的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如果有可以吸取的地

方，我们也可以在某一点上加以肯定。例如《古文尚

书疏证》这部书，在解决《尚书》古文真伪的问题



的。在很多的情况下，这种糅杂是

上，也还是对于我们有用的书。

史学遗产中的精华和糟粕，经常是糅杂在一起

渭分明，可以一

目了然的。在很多别的情况下，或是红紫乱朱，或是

沙里藏金，这就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应该说，史学遗产中的糟粕，是很多的。我们说

弃其糟粕，是说在遗产的继承上要丢掉糟粕，也并不

排斥对于糟粕的利用。章学诚说：“古之糟粕可以为

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

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这句话说得有道理。精华

和糟粕是相对的。把两者对比，就可以看出精华和糟

粕来了。没有糟粕，也就无所谓精华了。同时，糟粕

和精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研究中国史学发展

过程的工作中，善于分析糟粕和精华在各方面的关系

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解放以来，我们史学领域里开了不少的花，也有

不少是含苞待放，不少是蓓蕾初成。如何东风齐着

力，使史苑里万紫千红，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必须坚

决在党的领导下早日实现的责任和光荣。我们要在整

个史学领域内百花齐放，也要在这一领域的不同园地

里百花齐放。对于史学遗产的研究工作，同样需要百



离娄篇》：“其事则齐桓晋文。

花齐放。

对史学基本观点遗产的研究应该是第一个花圃，

这里可以有三种花。第一种是对历史观的研究。上文

所说的思想内容，无论哪一家哪一派都属于历史观本

身的范畴，这里不再多说了。分析批判各种不同的历

史观，这是我们研究史学遗产时首先要担当起来的重

要的工作。当然，过去无论哪一种历史观都不可能跟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相比。但分析批判这形形色色的历

史观，对于掌握历史理论的发展规律，锻炼我们的识

别能力，丰富我们的理论，提高我们的水平，都是不

可少的。

第二种花是对于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的研

究。对于历史观点的注意，在中国史学史上是有悠久

的历史传统的。《孟子

说林》篇中申

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义，就

是观点。范哗自序，强调观点对史文的作用，说：

“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

他感慨于因识见之不同，而论议不能相投，说：“此

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

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刘知几以

才学识为史家必具的三长，有类似于今人所说的文史

哲的关系，而特别注意于“通识”的重要。章学诚继

承刘知几而加以发展，在《文史通义

论“志识”在史学工作中的作用，如说：“文辞犹品



物也，志识其工师也。橙橘 梅，

以供

人得之，选甘脆

实也。医师取之，备药毒以疗疾疚也。知此义

者，可以同文异取，同取异用，而不滞其迹者矣。”

又说：“文辞犹金石也，志识其炉锤也。神奇可化臭

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义者，可以不执一成之说

矣。”这对于观点驾驭史料的作用，说得是很中肯的。

其他史学家有不少谈到这类问题的，在他们中间也有

不同的意见。这是可以一一分析，给以批判地总结

的。

大畜第三种花是对史学工作的作用的研究。《易

后汉

象辞》：“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是一种看

法。所谓“德”，当然有它的具体内容。《左传》昭公

三十一年，“春秋之称⋯⋯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荀

悦《汉纪》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

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袁宏

象辞》

纪》，要“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一直到后

来，朱熹编《通鉴纲目》，是要以史书作为封建伦理

教科书。像这一类的看法，都可说是跟《易

的看法是基本一致，而又各不相同、各有其特点的。

旧史家艳称春秋时期晋董狐和齐太史的直笔，不

顾性命的危险，要按照史法办事。这实际上也反映对

历史书的一种看法。这跟孟子所说“孔子作《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是同样的观点，是以史笔作维护既

有统治秩序的工具，而跟实事求是的直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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